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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李 继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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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

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
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
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
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
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 延安文艺; 延安文人; 文人书法; 书法文化; 第三文本; 文化创造

中图分类号: I206． 6; J292．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283( 2012) 03 － 0025 － 08
收稿日期: 2011 － 06 － 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1＆ZD113)
作者简介: 李继凯，男，江苏宿迁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安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一个连纸张

和笔墨都非常稀缺的时期，然而就在这个艰苦卓绝

的历史时期却产生了很多文化奇迹。其中，延安文
人( 文化人) 包括作家参与创造的书法文化，就堪称

是一个绚烂的文化奇迹。颇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
延安时期书法文化①的关注却很少见，相关的整体

性深入探讨更是几近空白，多本中国现代书法史或

民国书法史也都不涉延安书法。过去，人们研究延
安文艺，也极少有人涉论书法，仿佛“延安文艺”概
念中就根本没有书法这种样式。但事实上，延安人
特别是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包括书法艺术还是建立

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他们将文武之道②与

翰墨书写的结合，于艰苦奋斗中开辟了胜利道路和

文化家园。对此，我们理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和认真
的探讨。

一

从地理上讲延安有广义的延安和狭义的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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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书法文化”是指书法及其衍生的相关文化现象。近
些年来学术界普遍使用这一概念，并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
出版了相关著作，如《中国书法文化大观》( 金开诚、王岳川
主编) 、《书法与中国文化》( 欧阳中石) 、《中国书法文化精
神》( 王岳川) 、《中国书法文化》( 秦梦娜、李争平) 、《书法文
化之旅》( 戴一光) 等，以此为题目或关键词的相关文章更为
多见。笔者也有《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作家》( 《中国社会科
学》2010 年第 4 期) 等多篇论文发表。而 2009 年出版的《笔
走龙蛇———书法文化二十讲》，就将书法文化与周易哲学、
气化哲学、儒家哲学、老子哲学、庄子哲学、禅宗哲学、色彩哲
学、人生境界、诗文、绘画、印章、音乐、舞蹈、建筑、汉字、碑
帖、兵法、武术、中医、风水等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
显示了宏阔的书法文化视野。笔者以为，如今还可以考察书
法文化与报刊、教育、旅游、市场、网络、外交、政治以及性别
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研究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也理应拓
展文化视野。但本文仅为初探，涉猎面及具体研究还难以如
此宽广和细化。
毛泽东在 1936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

就强调“我们要文武双全”( 见《毛泽东论文艺》( 增订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 页) 。毛泽东还曾说用
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便体现了他对文化力量
的认知及对文化工作的重视。



从文化及艺术角度看则更是如此。“文化延安”或
“延安文化”可以包含跨时空的能够体现延安精神、
延安范式的精神文化及文学艺术。于是延安文艺研
究不仅需要狭义的延安文艺本体方面的研究，也需

要超越时空局限的“广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鉴赏①，
更需要以宽阔而又超越的学术眼光进行拓展性的相

关文化研究。其间既要有革命文化研究的维度，也
要有传统文化研究的维度，更要有古今中外汇通融

合的文化视域和相应的深入研究。为此，我们既要
秉承尊重历史事实、尊重人民立场的学术传统，也要
葆有宽广通达、兼顾兼容的“经权并存”意识。当年
延安人尤其是延安文人既有经久性规律性层面的文

化追求，也有权宜之计的工具性的文化操作，体现在

书法实践上，延安文人也采取了“经权并存”的应对
策略。这里实际也存在着文化策略上的考量，兼顾
经权，顾及久暂，随顺大局，则书为要事，亦为乐事。
特别是在认真考量延安文人的书法实践时，尤其需

要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很有必要从广义的
“文人”、“书法文化”及“文武之道”等概念出发，认
真审视延安时期的文人多样性及其书法文化的丰

富性。
延安是一座有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积淀的古

城。彰显书法文化的传统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
延安旧城墙各门如安定门、安澜门等的题名就皆用
书法样式书写，延安或陕西本地文人魏野畴翻译

《美国史》即以隶书题写书名，革命先驱者创办的
《陕北新声》《共进》等期刊亦用隶书题写刊名，刘志
丹、李子洲等人也通于国学及书法，贴春联、刷标语、
树招牌也多用毛笔书法，显示着对国粹文化的自然

继承。笔者曾指出: “作为中国文化骄子的书法是
完全彻底的‘国粹’，中国人围绕书法艺术而展开的
有关活动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

文化。”［1］127这种书法文化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文
艺样式、文化形态都有着或显或隐、或多或少的联
系，即使在战争年代的延安也维系甚至加强了这种

联系。
透过历史烟云，我们看到了武器与纺车的同在，

看到了领袖和群众的和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剑锋

与笔锋的合力，看到了在刀光剑影中领袖、文人、工
农兵群众积极参与瀚海弄潮的文化奇观，也看到了

人民成为“历史主体”的革命理想和“与时运相济”
的文艺方向。在历史上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延安时
期，能够濡翰挥毫的人们都在那个也是极为艰苦的

岁月里，惜纸如银，惜墨如金，用鲜血生命和精神意

志书写了灿烂不朽的篇章。尽管当时情势困窘异
常，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他们还是拼力地书写着，用

毛笔、钢笔等写出了来自心中的诗文、真言、誓语以
及他们认可的各类文句，为延安文化或革命文化做

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即使在不少心存偏见的人看
来，也往往会疑问频生，很难相信在那样一种环境

中，竟然会产生那么多不朽的篇章和难以磨灭的墨

迹及文武兼备的人才。笔者以为，从某种意义上也
许可以这样命名:“延安书法:武人世界中的文人气
象”。从这奇特而非纯粹的文人气象中，我们固然
可以领略到文人的“武化”( 如“鲁艺”的文人们普遍
成为文武兼备的战士，即使比较难得的女性文艺工

作者如丁玲、莫耶们也由“昨天文小姐”大变为“今
日武将军”了) ，但同时也可以领略到武人的“文化”
( 如彭德怀挥毫力荐赵树理小说、“红军书法家”舒
同、“军内一支笔”的郭化若以及军人习字学文化所
形成的风潮) 。因此可以说，文人的“武化”、军人的
“文化”以及工农兵学习“文化”的延安现象，是中国
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内含着“变则通”
的文化哲学逻辑，也印证着延安道路其实正是一条

文武兼备、聚力发力之路! 而从延安文人创造的翰
墨世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奋斗的神圣与艰辛，武人

或战士的革命激情及其雄浑之气，尽管似乎少有某

些人概念中的儒雅、秀逸甚至温馨，但却自有别样的
凝重、热烈甚至沉雄，字里行间透出某种令人感叹不
已的英雄气概。
我们知道，文人书法，自古即有，却在一个原本

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区”或被封锁的根据地展示了
某种现代的风姿，个体性与革命性的结合显示了有

为的延安文人书法面貌。蓦然回首，就在那个非常
特殊的年代，亦即政治和军事为主导的时期，毛泽东

却充分意识到了文化战线的存在和文化文艺的伟

力，由衷而来的善待文人的话语及行为激发了很多

文人的创造潜力，不仅出色完成了他们承担的各种

文化任务，而且通过书写活动，创造了很多具有艺术

意味和纪念意义的“墨宝”。虽然岁月无情，战火酷
烈，泯灭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稿和墨迹，令人感到延安

文人墨宝的珍稀，然而经过多方努力，仍有一些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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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志武主编《延安文艺精华鉴赏》，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延安时期的延安是一个尽力消除人们
之间等级概念、职别差异的文化空间。人们的各种界限消融
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但相对意义上的“文化人”却比较受欢
迎也相对活跃和突出。



文人书法的真迹存世并被保存和传播开来。这本身
就堪称奇迹。当今天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走进延
安革命纪念馆，就会将各种书迹之象与革命奇迹联

系起来，因为那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文
化传统中，文字书写、书法书写都强调实用，甚至常
与经国大业联系起来，追求立象以不朽，将书写视为

“立人”、“立国”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由此，文人
的翰墨生涯实际就是其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
而延安文人遗墨尤其是作家手稿，无疑也以实用见

长，同时也是他们生命的留存和见证，不仅是他们文

化生命书写的“真迹”，而且是非常宝贵的“第三文
本”，由此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包括书法文化方面进
行解读。中国现代书法史不能无视、忽视延安，忽视
延安文人的整体性贡献。
笔者近期又走进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新装修且

重新布展的新馆，仍然使用郭沫若题写的馆名) ，循

序参观，即可看到:这里是枪炮世界，也是文字世界，

书写文字成为延安人奋斗的重要内容及日常行为。
这些主要运用于革命事业的毛笔或钢笔书写的文

字，墨迹斑斑，浓淡不等，情理交融，却也线条舞动，

美不胜收，甚至具有指导教化、决策决定、总结汇报、
沟通传达及宣传动员等许多作用，延安书法的实用

价值在艰苦环境中恰恰得到了极为充分的体现。但
延安书法的普遍运用，包括有的诗文剧本的手稿或

特意为之的书法，大多也具有或隐微或突出的审美

作用。尽管延安时期的鲁艺没有书法专业，尽管以
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各类展览中也没有独立的书法

展览，但在“文协”、“文抗”的文人群体及鲁艺、抗大
等学校的教员、学员中却不乏善书者，醒目的标语、
流行的墙报、街头宣传栏和各类展览题名、作品题名
等便多以书法出之。如何其芳、周立波就曾将作品
认真抄出发表于墙报《同人》上，在鲁艺每年校庆期
间举行的创作展览会上，也会展出作家们的一些手

稿。［2］55 － 56
开辟了“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其书法颇

有功底，也比较潇洒; 荣获国际文学奖的丁玲，其手

迹能够令人感到比较“大气”［3］3，1948 年她在送给
陈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扉页上题词，竖行，流
畅，颇为可观。［4］112纪念馆展览图片中的《中国共产
党抗战宣言》也以书法为之，壮观雄奇，堪称书法精
品，惜未注明何时何人所书。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
馆中有许多放大了的毛泽东手迹，赫然醒目，如“我
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
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发展抗战文艺，
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等等，就成为每一个展览

区的独特的前言，都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此
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书法文化如何为革命事业服

务，如何转化为延安文人的书法文化创造，陕北、延
安或解放区就是特殊的试验区，对促进延安文艺发

展、抗战文艺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在纪念馆中，参
观者还可以看到朱德总司令在手写命令或书信上常

会加盖自己的印章，茅盾在鲁艺讲课的板书也依然

清雅秀挺，周立波的讲课和其手迹一样精彩漂亮，以

及《王贵与李香香》的书法题名、李季《回延安》的手
稿、何其芳《陕北民歌选》的手稿、保小礼堂的石牌、
保育院的题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题名，等等，墨
迹连连，烽火滚滚，甚至充盈着血与泪的书写，总能

带领人们走向历史和文化的深处! 延安文人的书法

总体看也许有些简陋，纸笔简陋，即使毛泽东的《沁
园春·雪》也是用简陋的毛笔砚台和普通八行笺在
小小的炕桌上写的。有人回忆，当地农民曾用古砖
为毛泽东做了一方砚台。可见当时的工作条件之一
斑。正是置放在纪念馆小炕桌上的毛泽东这幅《沁
园春·雪》手稿，吸引了无数人驻足观赏，有不少家
长还现场教育孩子，其感染教育的作用不言而喻。
由于有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延安

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毛笔书法作为一

种书写工具及方式也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运用。如陕
甘宁边区政府各单位、部队以及县区各单位名称，还
有各种旗帜也多用毛笔书法题写，在各类证件 ( 如

红军家属证、个人证件等) 、账本( 分地分粮等) 的书
写中也多用毛笔书法为之，乃至招牌、通知、讣告、悼
词、挽联等也多用毛笔书法为之。政府布告、集体宣
言、战友赠言、口号标语、总结小结、题词题名、聘书
奖状、墓志碑铭、印章篆刻、寿幛祝文、袖章臂章、家
书情书、学习笔记乃至各种书信，任命书、纪念证、通
行证、座右铭以及捷报、电文稿等等也多用书法为
之。常见的油印宣传单、各种教本的题名等也多用
书法。各种印章，包括集体的个人的，亦体现了延安
篆刻的水准。可见延安书法文化的实践用途非常广
泛，且天天为之，却正由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所以
在延安并不把书法视为需要刻意为之的“艺术”了。

二

在延安那个环境中，大小文人大抵都有用武之

地，虽然人才济济，但与迅速发展的形势需求相比却

也相对缺乏。文人们也往往较早成为能文能武能说
能写能做的多面手。成仿吾、丁玲、柯仲平、周扬、沙
汀、徐懋庸等等都是如此。从赵树理到丁玲，从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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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田间，从柯仲平到欧阳山尊，从周扬到陈涌等等，

小说、诗歌、戏剧及评论等领域中的文人们都在热衷
于文学文章书写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从事着书

法书写，也就在他们舞文弄墨之间，实际上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二者结合了起来。包括外来的比较洋气的
文人如何其芳、陈学昭等，也在延安时期乐于书写和
创作，留下了业余化的却也值得珍视的墨迹。我们
不仅应努力“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去“追寻延安文
人的心迹”［5］131，而且应努力去追寻延安文人的墨
迹，并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在延安文人的
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无心
插柳柳成荫，无意书法墨如海。这也许可以作为延
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一个诗意的写照。而延安文人
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多用书法题写刊名，如《文艺突
击》《文艺战线》《中国文化》《中国文艺》《大众文
艺》《新诗歌》《文艺月报》《草叶》《谷雨》《诗刊》
《部队文艺》《山脉文学》《中国青年》《中国妇女》
《中国工人》《解放》《共产党人》《团结》《学习》等，
有些作品也用书法作为题名，其醒目提示的作用之

外，还有书法美感的传递与题字者个性的彰显，同时

由此也可看出延安文人们对书法文化的喜爱和

运用。
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也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

延安文人大致分为两个大类，即“以文为主”文人群
和“以文为辅”文人群( 也是书写者) 。这两大文人
群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划分
自然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在当年的延安，即使是
“以文为主”的文艺工作者也很难说是纯粹的文人，
至少可以说延安文人的主体恰恰是复合形态的文人

亦即广义的文人( 文化人) 。因此，提起延安文人而
无视那些能文能武、政文兼通的风云人物，甚至将他
们与“延安文人”这一概念对立起来，便只能走向某
种偏狭甚至偏激。
就“以文为主”文人群而言，据有的学者探讨，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人近百人，在延安，外来的

左翼作家至少有百人以上。［6］108其实，文人标准不
同，统计便会有异。而给人的深刻印象却是，当年延
安无疑是群英荟萃、文人如云。尤其是赫赫有名的
“鲁艺”，集中了一大批不寻常的文人。师生中皆不
乏影响卓著者。“师者”如吴玉章、周扬、张庚、吕
骥、江丰、蔡若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茅盾、冼星
海、齐燕铭、周立波、艾青、王朝闻、严文井、王大化、
袁文殊、华君武、李焕之、孙犁、严辰等等; “生者”如
于蓝、丁毅、海默、马可、时乐蒙、刘炽、黄准、古元、罗

工柳、孔厥、康濯、黄钢、柯蓝、陆地、贺敬之、冯牧、陈
涌、杨公骥、秦兆阳、华山、葛洛、丁毅、钟惦棐、朱寨、
胡征等等。加上其他群体文人，难以计数。这里主
要从书法文化角度撷取若干代表人物略加评析

如次。
在延安文人中，著名诗人和剧作家贺敬之就是

酷爱毛笔书法的一位代表性人物。这位用一颗诗心
“搂定宝塔山”的诗人，作为外来的“移民”，他对书
法的爱好众所周知。他于 1924 年出生于山东峄县
( 今江苏邳州市燕子埠镇) 。15 岁参加抗日救国运
动。16 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
1945 年，他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
《白毛女》，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
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后来又写了《回延
安》《放声歌唱》等有名的诗篇。半个多世纪以来，
贺敬之辉煌的文学成就和始终如一的艺术主张，有

口皆碑。然而在人们普遍关注其文学成就的同时，
却很容易忽视他对书法的热爱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他的书法，可谓是典型的文人书法，诗人气质极为显

著。他的很多诗文都用书法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
其简单的题词，也多是龙飞凤舞，随意挥毫，潇洒不

羁的。
又如 1938 年来到延安的周而复，也堪称是中国

文坛的一颗璀璨之星。他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文学
家、外交家，也是令人喜爱的书法家。在近 70 年的
文艺生涯中，创作数以千万字的文艺作品，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合乎

书法体式的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白求恩
大夫》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经典，许多人通过
他的作品，知晓了白求恩大夫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

战士;其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被翻译成英、法、
日、朝鲜、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介绍给全世界，成为风
靡海内外的作品，而作为一代文坛巨擘，他的书法文

化实践也很值得关注。周而复的书法作品，除在国
内外书画作品展览会展出外，还被一些博物馆、图书
馆、纪念馆收藏。郭沫若称其书法“逼近‘二王’”。
其书法作品有《周而复书琵琶行》《周而复书法作品
选》等，奠定了他在作家文人书法史上的地位。正
是鉴于他的书法成就和声望，在建国后“中国书法
协会”这样专业团体中，也曾出任中国书法协会副
主席之要职。
还有艾青，其诗名远扬，书名却也颇为人知。有

友人这样回忆:“多年来，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读
到艾青那充满对土地、人民与祖国真挚深沉的爱，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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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单纯和浑厚，激人奋进、感人肺腑的诗了，却清楚
地记得什么时候见到艾青同样显得别有风骨的墨

迹———也就是他的书法……”［7］艾青书法，有时写
得工整清秀，显示了一种难得的雅致和情韵;有时则

写得挥洒不羁，仿佛他笔下的自由体诗。难得的是，
他特别乐于通过诗歌及书法与他人进行心灵的沟

通，他的不少书法条幅被友人和一些纪念馆、图书馆
及文学馆所珍藏。由此可见，著名诗人艾青的书法
也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在延安文人中，喜爱书法而且有其书法真迹传

世至今并为人们珍藏的作家，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如方纪，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了，

也仍然坚持用左手写毛笔字，书法还是那样苍劲有

力，写完字后，落款上还要规范地写上“方纪左手”
几个字。甚至也有这样的“发烧友”表示，不仅喜欢
读萧军先生的书，而且还喜欢他的书法，不惜高价购

买萧军字迹酣畅淋漓的书法……。抗战时期的延安
文坛，可谓一派火热，处处洋溢着乐观、健康、热烈、
向上的气息，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其
芳、丁玲、吴伯箫、孙犁、峻青、艾青、田间、李季、草
明、齐燕铭、萧三、邵子南、杨朔、周立波、马加、冯牧
等人，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收获颇丰，而且在书写留

下的真迹墨迹方面已经相当珍稀，辄有发现，莫不令

人感到弥足珍贵。这也是如今书画市场传达出的真
实信息。
就“以文为辅”文人群( 书写者) 而言，他们在延

安时期往往有其显赫的政治身份，这与“文人一面:
现代政要的一个侧影”现象颇为吻合。从历史事实
看，在延安文人用鲜血生命书写建构的书法文化世

界中，最引人注意的也许并非“以文为主”文人的书
法，而是“以文为辅”文人的书法。即如毛泽东的诸
多书法题词及《沁园春·雪》手迹、朱德 1942 年的
《悼念左权同志》诗稿、陈毅诗稿《题七大影集》、吴
玉章等作《南泥杂咏》诗稿之类的翰墨，便是延安书
法文化的瑰宝。而“延安五老”( 吴玉章、林伯渠、董
必武、徐特立、谢觉哉) ①以及李鼎铭、罗烽、胡乔木、
舒同等莫不兼善诗书，都以名人雅集或个人创作的

方式对书法文化有所贡献。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文人
角度进入延安书法文化视域，看到的文化现象则是

具有文人气质的领袖和军人，在纵横政坛或沙场的

同时，也每每发挥其诗文书法之才，留下了不朽的

“第三文本”，其酣畅淋漓的书法和诗文结合而成的
手迹也非常引人注目。如毛泽东的诗文书法就是如
此。他将《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引起了政坛和

文坛的轰动，也让世人领略到了“毛体”书法的风
采;他将《临江仙》词抄赠丁玲，也被传为文坛佳话，
其笔墨飞动宜人，飘洒不群，横排书写，颇为别致。
丁玲在“文革”后复出，在友人为其作的画像上题上
了“依然故我”四字，也颇耐人寻味。［8］222 － 223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一定意义上讲，其复合性

形象中无疑也有文人的一面，大抵也可以归为“以
文为辅”文人或兼顾型文人。［9］毛泽东的诗词人生
即伴随着书法人生。据统计，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书
写了 102 篇文章，占《毛泽东选集》( 1—4 卷 ) 的
70%［10］56，其中有许多政论体散文，依照中国传统文
论观点来看，也是经世致用的正宗文学。众所周知，
毛泽东在延安生活工作了 13 年，在这里，他的主要
工作是看书、思考、筹划、指挥及开会，但期间贯穿始
终且经常持续的却是书写、书写、再书写，他甚至诙
谐地说过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11］

诚然，他的书写成就了一批名文名诗杰作佳构，但同

时也成就了一位享誉中外的伟人和书法艺术家，他

的私有遗产几乎为零，但他却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

一批意义非凡的文物和遗墨。延安时期，当是毛泽
东书法形成自己独特书风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他
的代表书作很多，如为延安出版的《中国妇女》杂志
题词;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 悼念谢子长系列手稿;

写给郭沫若、茅盾、范长江的信札; 致傅斯年信及手
书唐诗;为抗大二期毕业证的题词;手书《沁园春·
雪》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尤其是毛泽东抄赠柳亚
子先生的词稿《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亲笔写过
多遍的流传极广的杰作，既是杰出的文学文本，也是

杰出的书法经典!［12］952其复合形态的“第三文本”即
手稿原件乃为无价之宝。而毛泽东在《中国文化》
创刊号头条推出的宏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
主主义的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手书的标
题，令人有大气磅礴之感”［13］619。但台湾却有人以
为，毛泽东仅是一位喜欢糊涂乱抹的书写者，其蓄意

诋毁的措辞相当低劣且明显存在某种偏见。因为在
笔者看来，那种貌似坚持书法艺术标准的背后其实

也是某种政治意识在作怪，并且有恪守前人窠臼之

嫌。客观而言，毛泽东的书法尽管并非每一笔、每一
幅都是成功的，但总的来看确是有根基、有创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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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他的行草书法，以其恢弘博大的气势和出神

入化的笔意，超出百家而自成一体。其书法字体飘
逸通达，宛若行云流水，且书风豪放雄逸，体现了其

在书法艺术上的精深造诣。“毛体”之说大抵不谬。
倘从大文化大文学视野来看，也许可以说毛泽东是

别致的作家和书法家。事实上，在书法艺术领域，毛
泽东的艺术成就可以说是具有自己鲜明个性和特色

的。毛泽东本人一生对书法艺术并没有加以系统研
究和理论阐述，但以其天才的创造性实践，使他的墨

迹成了后世书法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作为历史上
最为独特的书法家和政治家，毛泽东的书法影响显

然是非常巨大的。毛泽东的笔迹在延安时期具有强
烈的政治鼓动作用，极大地介入到了具体政治事务

和事件当中，同时也带动和影响到了周围人的书写

习惯和书法审美情趣，甚至深刻影响到了其身后。
无论从实用层面还是艺术层面看，关于毛泽东与书

法文化都有许多可以言说的价值和意趣。由此也可
以说，毛泽东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联系，应该成为学术

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在毛笔书信基
本告别国人的新世纪，重温毛泽东当年在延安频繁

给他人尤其是文人写信的情形，便会感到别具一种

温暖的情调和雅致的妙味，同时也要承认这些书札

在延安人包括文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经常起到了

很好的沟通作用。比如众多作家都曾接到毛泽东、
周恩来等的书札，他们既关注其内容，也常会叹赏其

书法，而这些与延安文人相关的手迹一旦收集起来

也必然非常可观; 又如，据丁玲回忆，她原来曾和毛

泽东多次交谈，毛泽东写过不少古人诗词和自己的

诗词作品送给她，这样的故事在毛泽东秘书及交往

密切者的回忆录里也时或可见。［14］难忘的记忆便透
露了当年的感受深切。
在延安时期留下不朽墨迹的还有张闻天、周恩

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秦邦宪、任弼时、陈毅、王
明、王若飞等很多军政领袖的书法诗文，大都堪称墨
海中的瑰宝。比如周恩来 1943 年题写的“上下五千
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以及著
名的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
急?”还有他亲笔写的《后方工作计划》等文件、《东
征胜利与我们》等文章、《致李文楷、杨立三》等书
信，都能见出他的书法功底极为深厚，面貌肃然，精

到精彩，着实值得专门研究。还有被毛泽东赞许的
舒同，军政工作之余，特别喜爱书法，并在延安时期

将“舒体”发展到成熟阶段，与“毛体”书法并辉于延
安文化界。尤其在他按照毛泽东指示题写了“中国

抗日军政大学”校牌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
字校训之后，其书名就更加响亮。还有郭化若，也是
一位毛泽东欣赏的书坛高手，甚至可以为毛泽东代

笔题词。限于篇幅，对这些时代英杰的文人一面及
其笔墨不再赘述了。总之，尽管他们的学历、经历不
同，但他们都有从文资质和诗书传世则是相似的，都

是文武兼备、书法可观的“老延安”。

三

在延安时期，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

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

新的境界。其中，文武双全的人们成为延安骄子，包
括比较纯粹的作家文人在内，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
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

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其一，延安书法文化是抗击苦难、济民救国的红

色书法文化。红色书法文化作为延安革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毛泽东强调要文武双全以拯救民族，要用笔墨纸砚

打败四大家族，要通过积极的书写即为工农兵服务

的文艺创作来确立革命文艺的价值，迄今也具有积

极的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以此也证明，延安革命
文化并非是“破坏”文化的同义词。在前述的“以文
为主”和“以文为辅”两类文人的推动下，以工农兵
为主体的“人民本位”的延安文艺开始勃兴，群众性
的习字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书法活动，期待中的学

习氛围开始形成，墨海也在延安出现，连翻身后的证

件、支前的民众团队队旗等，也往往是群众的书写，
这为中国的群众书法开辟了前进的方向。中国书法
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具有活力、再生力的一个部
分，也拥有着与语言文字一样的伟力和文化救赎的

功能。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对此可谓心有灵犀，抓
住书法运用书法，充分发挥书法文化的实用功能和

审美作用，对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无疑是不可忽视

的。著名学者刘梦溪说: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当中，
书法的作用非常之大，有笔有工具，带有一定的工具

理性成分在里面。往往，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书法里
面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突出，好像中国文化的东西

都装到书法里面了。”［15］书法文化涉及面广泛，功能
和风格也多样，有的是狂欢的，有的是静雅的，有的

是战斗的，有的是游戏的，有的是工稳的，有的是率

意的，等等，不一而足，各有其笔意书道，不可简单地

否定和肯定。但在延安时期及各根据地，书法和其
他文化艺术形式一样，主要是革命工作的武器，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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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战斗的。置身那个崇尚斗争也必须奋斗的大时
代，阶级斗争、民族战争以及思想纷争交织着、纠结
着，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对此必须以历史的公正的

态度来面对，出之以历史的同情和理解。对延安文
人书法的内容和形式也应如此看待。不能因“时代
特征”及时代局限而加以简单的否定，不能总用和
平岁月的价值观审美观去反思和批判。倘用高悬的
“书艺”标准来苛求，也许会蜕化为别一种隔靴搔痒
式的“异元”的“错位”批评。
其二，延安书法文化拥有延续、延宕、延展的

“影因”力量，在“后延安”时代仍具有传承创新的价
值。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关联体现在很多方面，
而延安精神文化的持续影响在书法文化上也有体

现，如以延安精神为主题的书画活动、以毛泽东延安
时期诗词为内容的书法创作、延安作家对书法文化
传统的继承发扬、“大延安”的文人书法现象以及
“后延安”部分作家文人将热爱书法文化与继承延
安精神的结合等等，都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也就是说，在延安书法文化实践中也生动而又真切

地体现了延安精神。即使在“后延安”时期的延安
文人，仍然会以书法作为弘扬延安精神的一种文化

方式。贺敬之、田间、艾青、丁玲、齐燕铭等延安作家
的许多题词手迹就是如此。即如晚年的欧阳山尊也
依然怀念延安时期的峥嵘岁月，挥毫书写了自作诗，

曰:“当年日寇侵疆土，慷慨悲歌赴战场。……如今
世界不平静，烽火岁月不应忘。”其书作充盈沧桑之
气，结体独特，人书俱老，沉雄老辣，颇为可观。还有
延安时期习武习字的儿童团长王益三，后来通过持

续努力成长为红色书法家。而在边远的密山北大荒
书法碑石长廊中，也有具有“延安作家”身份的丁
玲、艾青等书法作品。① 那位继承了传统文人爱好
和延安文人传统的田家英，“爱书爱字不爱名”，也
在书法创作和收藏方面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尤其是
文人作家的自然生命往往跨代而来，能够超越“朝
代”或特定的时空局限。延安文人作家自然也不例
外。即使在战火连绵之时，人文的追求，文化的力量
仍然会创造出精神文明的果实，在延安所留下的翰

墨文本，特别是文人作家的文学性手稿，必将成为

“第三文本”的宝贵案例。且延安文人遗墨大多具
有复合性的文化价值，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及有关图

书馆、档案馆中珍藏的延安作家手稿，汇集起来必将
是集文学、书法和文物等价值于一体的文化宝库;又
如毛泽东书赠丁玲的《临江仙》手稿真迹，就是毛泽
东诗词与书法结合的佳作，是诗、书及文物三合一的

旷世珍品。即使是整人整风的干将、文人政治家康
生，坦直敢言、抵触政治的悲情文人王实味等特别人
物的墨迹遗存，也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不能毁弃灭绝，而应尽力加以搜集整理和

研究。
其三，为了切实弘扬延安精神和延安文人书法

文化，有关方面应该进行一些策划，做好一些新的事

情。正所谓峥嵘岁月久，盛世重晚晴，为了纪念延安
的峥嵘岁月和弘扬延安精神，有心人创作的书画经

常充当了重要角色。从而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且会同延安文人的诗文、悲喜与墨迹，一并充实
着、装饰着历史的记忆。笔者曾预言，鲁迅会在“墨
迹中永生”，延安文人大抵也会如此。即使政治会
发展，时代及环境会变化，但墨迹铸造的历史文物却

是不朽的，都应该加以珍视和研究。笔者以为，目
前，我们无论在信仰信念层面还是知识建构方面，都

要运用更多的方式包括书法文化活动，继承传扬延

安精神、延安文化的优良传统。笔者郑重建议:
1． 广泛收集、整理延安革命时期与书法文化相关的
作品、物品，从老延安人特别是延安文人处抢救相关
文物，除了将这些作品、物品作为文物珍藏之外，应
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搞好相

应的专题展览; 2． 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时候建立以
延安为中心的中国解放区书法文化博物馆，也应借

鉴“西安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来精心策划并
建立相当规模的“延安碑林”，内容当以延安革命时
期的书法、延安文人书法及弘扬延安精神的书法为
主体，以此也可为先进文化建设、红色旅游文化建设
做贡献; 3． 党政有关部门应立项支持上述提议的
项目，且应组织相关人员在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研究
的同时，高度重视宣传和交流工作，使延安精神、延
安书法文化在国内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其四，对延安两类文人( 书写者) 与书法文化的

关联，都要实事求是地进行辩证分析。我们知道，中
国象形文字起源及发展史，与书法发展史有着惊人

的契合，其早期的刻字画符及其突出的实用特征，并

未遮蔽其审美特性，尤其是后人在接受过程中，却将

之视为上古书法，以为难能可贵，以为传播甚少更觉

珍稀无价，尽管相关文献及实证材料有限却也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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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长廊始建于 1985 年，距密山市区 10 公里，由碑林、
碑廊和坐落在山间的石碑 ( 2 000 余块石碑、石刻) 组建而
成，集我国近现代作家、书法家丁玲、艾青、启功、肖克等佳作
之大成，文化底蕴深厚，是我国碑林瑰宝。



笔墨给予大书特书。窃以为，与此相仿佛，我们对延
安时期的文人书法，也应特别顾及其时空环境，对其

文化创造的具体条件和创作心境要有充分的了解。
但如果从比较纯粹的书法艺术史角度看，也应该承

认当年延安文人的书法自觉意识还明显不足，“书
法的生存环境问题”理应为书法史论者所重视，［16］56

在延安文人书法文化研究中也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因

素;传承和运用书法文化较为充分，但在创新生发方

面还存在不足，相应的艺术性书法展及书法专栏也

很少见到，专门研讨书法的会议和文章更是付之阙

如。所以整体而言，在书法文化传承和实践方面，延
安人尤其是延安文人在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在

书法艺术的自觉追求和水平提升方面毕竟还是留下

了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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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 Scholars and Calligraphy Culture
LI Ji-kai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Most studies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failed to notice and explore the extensive and deep
relation between Yan’an scholars and calligraphic culture by neglecting Yan’an calligraphic existence and
function． As a matter of fact，however，Yan’an scholars were broadly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alligraphic
culture． History witnessed a thick atmosphere of calligraphic culture took shape in Yan’an owing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numerous scholars who wrote well Chinese characters． Both professional writers and non-professional
transcribers were considerably closely related with calligraphic culture，whose ink marks and motives revealed a
diverse world of their personalities． As a result，Yan’an people． Including Yan’an scholars led both political
culture and calligraphic culture up to a new realm． Their pursuit and creation in culture made immense
contributions to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hinese calligraphic culture，which remains to inspiring and
significant even today．

Key Words: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Yan’an scholars; scholastic calligraphy; calligraphic culture; the
third text; cultur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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